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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凿齿史论的时代特征

金仁义
（安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习凿齿是东晋时期史学名家，其《晋承汉统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颇具
影响，向来受到关注。但《晋承汉统论》并非习凿齿史论成就之全部，佚文可见习凿齿史
论在旨趣和风格上自有特色。习凿齿史论关注人物品评、兴亡成败等时代问题，坚持以儒
学为准绳、以惩劝为旨归，发扬了先秦以来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因事而立论的风格保证了习凿齿史论中客观史事与主体认识的统一，增强了习凿齿史论

的高度和力度。习凿齿史论理事合一，形质相兼，丰富了东晋史学的内涵，推进了东晋史
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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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是指关于客观历史如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史论渊源于先秦，发展至魏晋
时期进入新阶段，表现在形式上呈现多样化，内容上注重人物品评、政权兴亡和民族关系等时代问
题。习凿齿为东晋中叶史家，以文笔著于世，撰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等史
著，颇受海内外学者关注，不少前辈时贤多有专题论述。① 相较史事整理成就，习凿齿的史论和史
学观念更为独到，在当时及后世都更具影响力。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观别具一格，在史学史上有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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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地位，顾炎武谓“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①，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对其正统论屡有提
及，台湾学者雷家骥以习凿齿正统观为中心多角度探索东晋批判史学②。诚然，正统观彰显了习凿
齿史学独到见解和独特影响，但正统论并非其史论的全部，习凿齿史论成就仍有待学界全面、系统
而深入地加以审视。
习凿齿临终上奏的《晋承汉统论》，是独立的史论专文，所讨论的汉晋关系，既是重大的历史问

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形式上虽接近东晋干宝《晋纪·总论》，史学观念之影响则似乎远过之。
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是东晋中叶编年体史著代表作之一，现存有辑本，其中往往见有长短不一
的史论。这些史论原散见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宋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纲目》等史籍
中，相对《晋承汉统论》专文，学界关注和讨论就显得较为薄弱。习凿齿史论佚文多是聚焦人物品
评和兴亡得失，立论则以儒学为准绳、以惩劝为旨归、以史实为依据，所见旨趣与风格自有特色，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干宝、袁宏等史家史论一起，共同丰富了东晋史学时代内涵。本文即拟以习
凿齿史论断章为中心，适当兼及《晋承汉统论》奏疏，以期对习凿齿史论及其时代特征进行再认识，
愿就教于方家。

一、以儒学为准绳
众所周知，尊蜀汉为正统是习凿齿有别于同时代史家一个显著特色，某种意义上说，蜀汉先主

刘备称帝是习凿齿正统论的一个支点。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证了习凿齿关于刘备的史论 4 条，分
别论及先主走当阳、庞统谏先主、法正劝先主纳刘瑁妻及费诗谏先主称尊号等 4 事，于现存习凿齿
人物评论中数量为最。目前学界对这 4 则史论的探讨，与其在习凿齿思想中应有之义并不相称。
下面即先以这 4则史论为线索考察习凿齿持论的儒学标准。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南征刘表，刘备败走当阳事即发生在此时，《三国志》记云：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

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
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
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
归吾，吾何忍心弃去！”③

战局发展如刘备左右所担心，曹操追兵至当阳长坂后，“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
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④。败走当阳，只是刘备称帝历程中一个插曲而已，未堪重大或转折，
但确实触及刘备何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本。陈寿在先主传后评之“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
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⑤，这个立论，显然也应该是观照了刘备败走当阳前后的表现。习
凿齿的立论，则与陈寿在切入点上有明显不同。裴松之于刘备“济大事必以人为本”语后注引了习
凿齿评论：

习凿齿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
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
不亦宜乎！⑥

习凿齿具体点明了刘备“以人为本”思想施行的路径，即“信义愈明”，而非是小恩小惠。习凿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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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见解是独到而精当的。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质”“信以成之”①，孟子倡导“仁内义外”，言“居恶
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②。习凿齿关于先主走当阳之论，并未就
刘备一时之得失发表评论，而是推崇其“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说明他判定
此事是以是否遵循儒家君子“义以为质”“信以成之”为标准的。这种视角，在高度上与陈寿的评价
有些许不同。
相较刘备走当阳事的评论，习凿齿就“庞统谏先主”的评论，更能清晰地看到习凿齿史论准绳

所在。庞统劝谏先主事发于刘备入川后，陈寿记刘备用庞统取蜀中计，随后载曰：
即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於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

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
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
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③

庞统谏先主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于刘备取蜀进程、刘备和庞统各自历史形象，都有增进认识之
效。习凿齿就此事发表看法，史论内涵较为丰富，值得寻味。裴松之注中引及：

习凿齿曰：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
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庞

统惧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众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谦之道，矫然太当，尽其蹇谔之风。
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

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其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谠，能
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④

习凿齿于此开宗明义，断然提出了认识王业成败的标准，即“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由此
出发，他批评刘备取蜀属“负信违情，德义俱愆”。如果把这个认识放到习凿齿整体思想体系和价
值取向来看，他作出这个论断是不容易的。“晋承汉统论”是习凿齿史学思想最为独到之处，为此，
三国之中，习凿齿尊蜀汉而贬魏、吴。益州是刘备霸业之基，是蜀汉政权根本，进一步说，刘备定蜀
是习凿齿史学思想得以立足的起点。但是，我们看到，习凿齿并未言有隐讳，仍然对刘备取蜀有违
儒家纲常处进行了批判。虽然习凿齿后来又对刘备、庞统进行了正面论说，肯定他们各有君臣之
道，也指出不可因“小失”而废“大益”，回到了对刘备“成业济务”的肯定上来。不过，我们显然不
能囿此就忽视习凿齿对儒学的秉持和坚守，忽视习凿齿史论以儒家为准绳的坚定。⑤

如果说习凿齿在“庞统谏先主”事上对刘备的批评尚有回旋的话，那么他在法正劝先主纳刘瑁
妻吴氏事上则将批判进行到底。吴氏出自陈留，为东汉宗室、益州牧刘焉的儿媳，刘备入川时寡居
于家。陈寿记刘备纳之始末，云：

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群下劝先主聘后，先主疑与瑁同族，法正进曰：“论其亲疏，
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于是纳后为夫人。⑥

习凿齿对孙夫人还吴事有特殊关注，《汉晋春秋》采摘有陈寿未录之事，裴松之注见：“《汉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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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云：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
止。”①习凿齿补出孙夫人还吴与太子刘禅的牵连，将孙夫人还吴与刘备政权国本联系起来，显示出
他对史事敏锐的捕捉能力。实际上，这也从侧面说明刘备再纳后的重要。只是，习凿齿对刘备所纳
对象为刘氏宗妻吴夫人颇有微词。陈寿记纳吴夫人事甚简，且未予置评，习凿齿发论用语过百，云：

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

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今先主无权事之
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②

习凿齿从儒家婚姻伦理出发做了理论定性，又结合史实分析了刘备与晋文公身处不同，最后断云

“先主从之，过矣”，结论掷地有声，甚至可谓言辞激烈。其实，刘备纳吴夫人，盖非纯粹婚姻人伦纲
常事。吴氏父与刘焉有旧，兄吴壹为刘焉子刘璋麾下重臣，吴氏族父吴匡为汉末大将军何进重要部
属，吴壹族弟吴班为人豪爽侠义，著称于当时，陈留吴氏彼时当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族。吴壹父
举家随刘焉入蜀，刘焉纳吴壹妹为子媳，不排除有结姻自固之意。刘备入川时，吴壹是益州东州集
团的代表人物，以中郎将领兵拒刘备于涪。只是在刘备与刘璋之间的抉择，吴壹选择了刘备，为刘
备定益州做出巨大贡献。法正曾是刘璋部下，对益州政治集团形势了然于胸，他的建言足以引起刘
备的重视。综合考虑吴壹影响、法正建言及益州初定的形势，刘备纳宗妻吴氏就不无道理了，其背
后动机同样不排除以婚姻而自固的可能。尽管如此，习凿齿并没有放过刘备，遽论刘备之失。检验
习凿齿史论，其立论依据便是“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其批判武器便是儒家“尊礼”之
主张。
费诗谏先主称尊号，事发于刘备政权发展关键时节，显现刘备称帝面临的阻力和困境。陈寿记

载了费诗劝谏详情，语云：

后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
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
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
迁部永昌从事。③

对于费诗的建言，陈寿、习凿齿与裴松之都有注意，但有所不同，陈寿用语不多，仅评费诗“率意而
言”④，聚焦费诗率性上。习凿齿的评论则严肃得多，直指谏言本身，裴注云：

习凿齿曰：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虏而子

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
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

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

同惧，可谓■惑矣。其黜降也宜哉！⑤

习凿齿在《晋承汉统论》中有“吴魏犯顺而强，蜀汉杖正而弱”⑥的说法，定义蜀汉政权为“顺”与
“正”，习凿齿驳费诗之言，批评其“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
逆者同惧，可谓■惑矣”，其中“杖顺齐心”论调与奏疏是一脉相承的。还须注意的是，习凿齿强调
“尊有德以奉大统”，提出刘备及其政权“有德”说法，这显然也是贯彻了儒家“为政以德”主张。习
凿齿蜀汉政权“杖顺”说和“有德”说，延续和贯彻前揭其“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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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他对费诗谏言的否定，还是在秉持儒家思想之准绳。裴松之在注引习凿齿史论后，复加按语云
“臣松之以为凿齿论议，惟此论最善”①，这是对习凿齿立论主张和立论标准的高度肯定。
至此，我们完成了习凿齿关涉先主刘备史论的考察，分析可见，习凿齿一以贯之地以儒家思想

主张作为臧否人物或史事的标准。此前学界对习凿齿史论标准问题也有认识，对其秉持儒学多有
认同，如刘静夫以习凿齿评“高堂隆敢谏”“田丘俭举事”“张昭不朝”等事说其“以儒家名教作为评
史的标准”②，黄尚明以习凿齿论周瑜鲁肃、评高堂隆和向雄等事为中心得出其“提倡儒家伦理，臧
否历史人物”③史学思想特色，方圆从君臣之义、道德信义为立国之本、为人处事倡导名节等方面论
述习凿齿“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④史学思想，都是充分关注了习凿齿史论儒学
准绳的特色。郑先兴有关习凿齿“竭节赴义”历史观⑤，李传印有关习凿齿的“名教史观”⑥，也有相
近意味。有关习凿齿对先主刘备史论的集中分析，是对学界已有认识佐证和推进，结论是，习凿齿
史论以儒学为准绳，不仅确然，也是有力的、具有深度的。
在历史评论中坚持儒学标准，是习凿齿身处时代史家的基本原则。东晋史学家干宝、孙盛、袁

宏等，都好发史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倡导儒家仁政，宣扬“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⑦，有
学者还提出干宝史学思想具有“崇儒贬玄”内涵⑧。孙盛史论“强调儒学的忠孝伦理”，有较为鲜明
的“严明政刑，恢复礼制的史学思想”⑨。袁宏主张“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10，有“引玄入
史”特质，他对名教之本的阐释，“论述的重点常在于君臣关系”�11。可以看出，他们史学思想基本面
貌，与习凿齿史论和思想同频共振，有着高度一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史论以儒学为准绳，并非习
凿齿之发明，而实是东晋史学的时代特征。甚或言之，也是东晋之前及东晋之后史家发论基本准
绳，是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于整理前此史学断言“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12。
习凿齿博学洽闻，思想丰富，既亲佛又近玄，同名僧释道安酬和通气，与求本逾玄的简文帝、桓

秘之流相为知音，但其思想底色仍是儒学，乃至桓温有“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13之誉。
在魏晋以来儒学跌落独尊宝座、相对式微的形势下，习凿齿谙熟儒学，坚持以儒学为历史评论的准
则，通过其史学实践有效坚守儒家思想，客观上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拓展儒学传播。易言之，无论
是就习凿齿与同时代史家款曲相通而言，还是就其史学撰述有助于当时儒学的坚持与传播来说，习

凿齿史论以儒学为准绳，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二、以惩劝为旨归
《汉晋春秋》是习凿齿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撰述，也是其思想主旨最为鲜明、史论最为集中的史
学撰述。《晋书》本传整理习凿齿修撰《汉晋春秋》事是这样说的：

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
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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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①

此处“温”即东晋中叶权臣谯国龙亢桓温。学界对这段材料多有关注，台湾学者雷家骥更是用力精
深，至“恒苦思此段记载的内涵意义”，并据之结合习凿齿《晋承汉统论》，反复探索东晋初期的批判
史学和批判裁制下的东晋史学，揭示习凿齿藉史经世的思想特色。② 雷家骥的这种解读，是沿着
《晋书》修撰者的认识前进的。
上引史料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意思：一是说明习凿齿撰史动机，将其与桓温个人联系起来；二

是说明《汉晋春秋》起讫断限；三是对《汉晋春秋》中三国蜀、魏与晋关系作以历史解释；四是点明
《汉晋春秋》核心观点；五是补叙《汉晋春秋》卷帙。单就历史编纂而言，于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
裁正桓温后，言明“凡五十四卷，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即可，非要补充，也可进一步点明《汉晋春
秋》编年体通史的首创意义。但唐史臣似乎偏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说对此毫无措意，而是特
特说明《汉晋春秋》的汉亡而晋兴、晋受天命而不以势力强夺的主张和意旨，彰明习凿齿得以裁正
桓温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唐初史臣引入习凿齿撰史事，意不在介绍《汉晋春秋》，而是申论习
凿齿撰史裁制桓温的旨趣。习凿齿不是因为史才不凡、兴味盎然而自发撰史，而是因其史识卓尔、
因应现实而自觉撰史。其撰著《汉晋春秋》，诚如《晋书》史臣卷末发论，乃是“彰善瘅恶，以为惩
劝”③。以惩劝为旨归，是《汉晋春秋》修撰的逻辑起点，也是习凿齿诸多史论出发点和归宿。
习凿齿史学撰述多半亡于两宋，清人汤球、黄奭和严可均皆有辑佚但各有缺漏。《晋书》本传

称“习亦研思”④，习凿齿既以思想取胜，其史论必然较为丰富，惜乎未尽传世。《晋承汉统论》是习
凿齿积三十余年理论沉思的总结和升华，是习凿齿统合历史与现实思考的心血结晶，也是习凿齿落

实以史惩劝意旨的集中体现，学界对此已多有阐发⑤，其现实经世之突出、时代指向之鲜明，乃至清
四库馆臣讥之为“孚于当代之论”⑥。揆之诸史，除《晋承汉统论》独立成篇外，还见有习凿齿以“习
凿齿曰”“主人曰”所发史论共计 19 条，学界对此也有涉及，但剩义尤多。现整理诸条如下（见表
1），以便分析。
左丘明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

之”⑦。学者是以称“《春秋》开创了以史惩劝的史学”⑧。“以史惩劝”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一种
传统。别善恶、明是非、定褒贬，是落实以史惩劝旨归的基本途径。毋庸置疑，很多时候善恶、是非
与褒贬不能自见。汪荣祖论“诠评”说：“近人更拟借‘哲学之诠释’，与夫‘文字之评骘’以治史，莫
非欲令书之者，曲通隐晦，而使见之者一目了然也。斯亦铨评之微旨欤？”⑨史论就是所谓的“铨
评”，能“使见之者一目了然”，是史家别善恶、明是非、定褒贬最直接的手段。检阅表中断语，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习凿齿史论聚焦于人物的品评定性和史事的得失成败，这种视角，为东晋时人所

普遍持有，乃东晋之时代意识。更须看重的是，习凿齿论史态度鲜明，价值评判绝不含糊，如评周
瑜、鲁肃说“真小人也”，评后主改元说“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评张昭闭户拒命“岂不悖
哉”，评高堂隆“可谓忠臣也”，评司马景王“可谓智矣”，评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评傅玄“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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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岂不蔽哉”，评田丘俭“可谓忠臣矣”，（上引均见表 1）凡发论，
皆有着清晰的是非、褒贬和善恶观，其中的“惩劝”意旨判然分明。

表 1 习凿齿史论条目及断语

序号 论及之人事 史论断语 备注

1 周瑜鲁肃 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

2 先主败走当阳
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

宜乎。

3 曹操不录张松 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4 庞统谏先主

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
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
小失而废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谠，能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

5
法正劝先主

纳刘瑁妻吴氏

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
之，过矣。

6 曹操封阎圃 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

7
费诗谏先主

称尊号

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
可谓暗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8
后主未逾月

改元
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 严可均遗录

9 孔明斩马谡
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

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10 贾逵援曹休
然则济彼之危，所以成我之胜，不计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义既成，私利亦

弘，可谓善争矣。在于未能忘胜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济胜者，未之有也。

11 张昭闭户拒命
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

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

12
孔明卒引廖立泣

李平病亡
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13 高堂隆

高堂隆可谓忠臣矣。
《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
谓也。

14 司马景王引过

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
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
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15
司马文王赦

三叛党属

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
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

16 向伯茂
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
王加礼而遣，可谓明达也。

17
傅玄论

君臣三年丧

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岂不蔽哉？

诗云：“猷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

18
羊祜陆抗

两境交和
贤人君子，所以拯世重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19 田丘俭举义
君子谓田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
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若田丘俭可谓不愧也。

汤球、黄奭均遗录

注：表中引文来自严可均辑《全晋文》（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及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从上表可知，习凿齿史论，有着鲜明的得失、成败、兴亡之由的析理面向，断语不仅明确，也常常
中肯。先主刘备建立蜀汉乃其得以高举“晋越魏继汉”旗帜的起点，但他不因此而迁就刘备，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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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城庆会之失予以批判。同样，他虽然在正统序列中忽视曹魏，却并不因此就一味贬低曹操，而是
有贬有褒，实事求是。如论曹操不录张松事，无情揭露“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对
曹操封阎圃列侯则不吝称赞“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这种不以人废言，也不以
言废人的史论态度和惩劝指向，在对待诸葛亮时更为明显。
习凿齿对诸葛亮是有很深感情的，诸葛亮曾寓居襄阳隆中，习凿齿在《与桓秘书》中言：“每定

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①，对诸葛亮的神往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情感在他《诸
葛武侯宅铭》中表达得更为丰满、充沛，铭中叹其“义范苍生，道格时雍”②。习凿齿著《汉晋春秋》
特意采摘陈寿遗录的“死诸葛走生仲达”③细事，客观上有助于把诸葛亮推上神坛。但即便这样，习
凿齿关乎诸葛亮的史论仍是褒贬两有之。如评诸葛亮卒亡使廖立李平一泣一病死事，论云“诸葛
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镜之

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又进而赞其用刑公平乃至“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④，极尽夸
张之能事；而评诸葛亮斩马谡，则分析说“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
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且先主诫谡之不可大用，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诫而

不获奉承，明谡之难废也”，进而批判他“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
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⑤揭露诸葛亮三失其过，
言辞犀利，淋漓尽致。习凿齿对诸葛亮表扬时基于事实，批评时未予回护，是非与褒贬绝不暧昧。
我们看到，从评刘备、评曹操到评诸葛亮，习凿齿都不自觉地做到了辩证统一，因而其中的是非之
定、褒贬之别，均不失公允。刘知几称习凿齿史论“时有可观”⑥，洵非虚言。纵观上述整理的 19 条
史论，习凿齿做到了有的放矢，做到了言之有据，做到了彰善瘅恶，不仅使其史论“以史惩劝”旨归
更为确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以史惩劝”主旨的实现。
史论随魏晋史学多途发展而进入新阶段。刘知几论及汉末荀悦史论后，言“自兹以降，流宕忘

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期雄辞，夸其俪事”⑦，但就上引所见，习凿齿史论盖并非如此。
刘知几还说史论“所以辩疑惑，释凝滞”⑧，这与我们分析习凿齿史论所见，亦有抵牾，习凿齿史论旨
趣终归是落在别善恶、明是非、定褒贬上。总而言之，习凿齿史论理胜于文，目的不在于辩疑释滞，
而在于彰善瘅恶，惩劝意图极为鲜明。这可能与裴松之注引时摒弃其平庸、选用其不凡有关。但不
管怎么说，习凿齿重视史论，其史论并非寻常所见“辩疑惑，释凝滞”，而是以“判明是非”“彰善瘅
恶”为出发、为手段、为旨归，无疑进一步丰富了东晋史学时代内涵。他的史论，如同《汉晋春秋》因
裁制桓温需要而修撰一样，都是面向社会，都是以史经世，同样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形塑东

晋批判史学的时代特征。或如昭明太子《文选》所见，如刘知几《史通》所言，习凿齿的史论，整体上
大抵是不如同时或稍晚的干宝、范晔、沈约、臧荣绪、萧子显、裴子野诸家，但同样属于“事出于沈
思，义归乎翰藻”⑨，具有思想性和启迪意义。一言以蔽之，习凿齿史论旨在“彰善瘅恶，以为惩劝”，
具有相当的思想活力，包含丰富的思想遗产，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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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事卷内发论
史论标准之坚守、史论旨归之实现，与史论风格息息相关。换言之，史论风格是我们认识史论

的高度与深度，认识史论内涵的重要途径。稍晚于习凿齿的史家范晔，雄于史论。范晔在《狱中与
诸甥侄书》谈到《后汉书》撰述缘起等问题，对其中的史论反思较多，涉及史论风格，他说：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
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
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
《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
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
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
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
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①

学者对范晔的这段论述非常重视，认为“对于史论的重视，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明确提出来，
范晔确已超过了以往的史家”②。范晔具体讲到了《后汉书》中三种史论形态：一是“吾杂传论，皆
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二是“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三是
“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在讨论古代史论艺术问题时，瞿林东特别关注第二种形
态，分析范晔思想说，“他认为史家‘因事就卷内发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
即对历史作出恰当评价的作用”。进而高度赞许道：“这一认识，反映出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③

范晔提倡的“因事就卷内发论”，不是蹈空而来。范晔《后汉书》为纪传体，习凿齿《汉晋春秋》
属编年体，囿于史体之限，习凿齿《汉晋春秋》中无法全有范晔所论的第一和第三种史论形态，但
“因事就卷内发论”，则是习凿齿可轻易实现的。现存辑本《汉晋春秋》，见有史事与史论互为表里，
于推敲习凿齿“因事就卷内发论”风格，乃至窥探东晋史论时代风格可资借用。
益州是蜀汉政权的根本，益州争夺也可谓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关键。刘备入川前，益州牧刘璋

曾一度示好曹操，结果曹操错失良机。陈寿记云：“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於
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瑁狂疾物故。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
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
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
君之肺腑，可与交通’。”④裴松之于“劝璋自绝”后注引了《汉晋春秋》叙事并及习凿齿的评论：

《汉晋春秋》曰：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
习凿齿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

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

卑。情近于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
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⑤

“存录”，意即存恤录用。大概情况是，张松受命去拜见曹操，遭到曹操冷遇，未获起用，因而结
怨，张松回去后便游说刘璋自绝曹操。与《三国志》相比，习凿齿录事极简，将整理史事重心放到
曹操“矜伐”主观态度上，使曹操个人主观因素在事态恶化过程的影响更为清楚。相较而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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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史论则要丰富得多。习凿齿史论可分三层来理解：一是结合古今论事，将曹操失利后果与齐
桓公葵丘会盟后九国叛离恶劣影响联系起来。二是进行抽象析理，从君子谦让亲民美德入手，
说明修德对于济业的重要性。三是明确提出观点，对曹操不能兼有天下作出判语。习凿齿从齐
桓公骄矜致使诸侯叛离说起，贯彻了他在《晋承汉统论》中“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认
识理念，而后又从儒家谦让思想出发进行理论阐释，最后给出明确结论和态度。史论层层递进，
观点鲜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裴松之拿来注引，显然也是对习凿齿史论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
定。如果我们再细加思量，会不难发现，习凿齿史论不仅本身自成体系，其与前文叙事相互间也
浑成一体。习凿齿史论逻辑起点是“骄伐”，而他在叙事中又点出曹操“矜伐”，如此，史事整理
为其发论张本，史论又是载录史事理性延伸，叙事的力量和史论的力量双双得到了增强。习凿
齿这般“因事而就卷内发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风格鲜明，体现了习凿齿高超的史才能力，彰
显了习凿齿精深的史论内涵。
习凿齿史学观念深处是尊崇晋室，无论是意象中和桓温对话以“明天心不可违”，还是抑魏扬

晋主张晋祚乃天命与人事同归，都是实现《汉晋春秋》这种修撰主旨的手段。是以，凡司马氏起家
发展过程中有可称颂之处，习凿齿不会轻易放过。前表所列司马师引过与司马昭宴向雄事，便有助
于彰显二人的智与德。习凿齿不仅在《汉晋春秋》中详载二事委曲，同时又分别附以史论，对司马
师和司马昭进行颂扬。
引过，即承认过失。司马师引过事发生在曹魏齐王芳嘉平四年（252）十二月，距高平陵之变已

近 4年，彼时曹魏国事已完全“政出司马氏”。这一年十一月，魏吴间战事再起，且以魏失利告终。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记之云：“冬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田丘
俭等征吴。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①载事极简，不足 60 字。
习凿齿对此事的采摘和整理则颇为不同。裴松之引注云：

《汉晋春秋》曰：田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
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时司马文王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
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
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
习凿齿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

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

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

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②

习凿齿记事明显比《三国志》所见丰满，录事重心也不在战事上，而着重突出司马氏战后问责处理，
并运用了荀悦《汉纪》“连类列举”法，补录了陈寿未记陈泰讨胡致二郡反事，重点也放在司马师谢
过上，最后以“魏人愧悦，人思其报”结语。这段史事整理，显示了习凿齿不凡史才。所记两事，前
者战败，后者引发叛乱，本均是司马师主政的败笔，但经司马师处置后，结果翻转，变弊为利。习凿
齿敏锐捕捉到司马师对两事的巧妙处理，司马师手段之高超，政治之成熟，都在史事整理后呼之欲

出。习凿齿意犹未尽，复加发论，申说司马师“可谓智矣”，分析引过与推过正反两面对民心的影
响，最后将其上升到“君道”层面，称颂司马师“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习凿齿史论以“过消而业
隆”为事实基础，承继叙事中“魏人愧悦，人思其报”，又以儒家君道民心观为理论支点，将对司马氏
的颂扬意图进一步点明。习凿齿因事立论，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评论有机结合，这样既有史实基础，
又有理论高度，达到了良好的“宣扬晋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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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昭宴向雄事为《三国志》所未录，见之于裴松之引注《汉晋春秋》的补记。事情缘起于钟会
功曹向雄收葬钟会，司马昭责难向雄，向雄申辩，言“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
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雄曰可矣”，司马昭折服并改而宴会向雄。习凿齿用记言方式
对史事作了整理，而后发论：“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彼
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
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加礼而遣，可谓明达。”①习凿齿褒扬向雄
“可谓勇于蹈义”后，还特地称赞司马昭“加礼而遣，可谓明达”。习凿齿先记司马昭责难向雄事，继
而又由此发论，继续了“因事就卷内发论”史论风格。习凿齿所记和所论，为陈寿《三国志》所未见，
同样显示了习凿齿独到史识。裴松之引来补注《三国志》，也显现他对习凿齿史事采摘和所作史论
的赏识。
如果说上引习凿齿对曹操及司马氏史论因轻魏重晋而偶有偏失，那么他对“羊祜陆抗两境交

和事”的采撰和发论，无关立场，足以表现一个史家纯粹的职业素养。羊祜陆抗交和乃是一美事，
《晋书·羊祜传》有记载，《三国志·吴书·陆抗传》则未录。裴松之于陈寿记陆抗“得将士欢心”
后，补注了孙盛《晋阳秋》和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载录。孙盛记事简约，仅 50 余字，习凿齿叙事字
逾 200，记事记言均详于孙盛。而后，裴松之复补习凿齿评论：

习凿齿曰：夫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虽大猷既丧，义声久沦，狙诈驰於当

涂，权略周乎急务，负力从横之人，臧获牧竖之智，未有不凭此以创功，舍兹而独立者也。是故
晋文退舍，而原城请命；穆子围鼓，训之以力；冶夫献策，而费人斯归；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
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
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
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
来，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则，齐其民人，均其施泽，振义网以罗强吴，明

兼爱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视听，驰不战乎江表。故能德音悦畅，而襁负云集，殊邻异域，义让交
弘，自吴之遇敌，未有若此者也。抗见国小主暴，而晋德弥昌，人积兼己之善，而已无固本之规，
百姓怀严敌之德，阖境有弃主之虑，思所以镇定民心，缉宁外内，奋其危弱，抗权上国者，莫若亲

行斯道，以侔其胜。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闻，归重邦国，弘明远风，折冲於枕席之上，校胜于
帷幄之内，倾敌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浚沟池之固，信义感于寇仇，丹怀体于先日。岂设狙
诈以危贤，徇己身之私名，贪外物之重我，■服之而不备者哉！由是论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
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余虑；威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贤人君
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②

习凿齿史论用字 600有余，数倍于此前叙事，是习凿齿除《晋承汉统论》外最长的史论，显见习凿齿
对羊祜陆抗交和事的特别重视。习凿齿起论即析理，强调“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
宗”，以“理胜”和“信顺”作为立论基石，再现了习凿齿史论以儒学为准的思想本色。他指出各色人
等乃至一般下层，都得持“理胜”“信顺”方能成事。继而以史家宏阔之笔，列举晋文公、中行穆子、
冶夫、乐毅等人，进一步以史实来证明“服物制胜”不赖“威力相诈”而成。紧接着又着力详细分析
晋吴对峙客观形势及羊祜、陆抗各自身处和策略，用语颇为抽象，显现魏晋以来玄学思辨的影响，但
一因有前此习凿齿的史事整理为基础，二因“力服犹不如以德来”中心观点较为鲜明，未致读者陷
入迷雾。习凿齿进而又升华主题，以“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
以防物，臧获之余虑；威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为反向衬托，视野由具体行径转至治国战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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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贤人君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的结论，从而有效呼应了起论处的析
理。习凿齿的史论以儒学为准绳，以惩劝为旨归，以现实关怀为面向，摆史实、讲道理，将逻辑演绎
分析和观点总结升华有机统一，充溢着思想张力。还须指出的是，习凿齿起论便提及“狙诈”者、
“权略”者、“负力”者，又反复批判“威力相诈”“协数”“积诈”“威胜”等做法，“惩劝”意旨清晰明
确，似乎于当时权臣桓温均意有所指，透露着其“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意旨的执着与彻底。
限于史料，现已无法将习凿齿《汉晋春秋》中所有史论与其对应史事悉数整理出来，但倘若是

我们细读习凿齿所有史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晋承汉统论》和“通周瑜鲁肃别诸葛”论有“观点
先行”而强词夺理嫌疑，其余各条史论本身均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即便是《晋承汉统论》和“通
周瑜鲁肃别诸葛”论，习凿齿也没有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而是步步即事言理，结合历史事
实去展开历史解释，和同时期袁宏“务饰玄言”①不同，和稍后谢灵运“虚张高论”②也有不同。这种
史论风格，做到客观事实与主体认识和谐统一。质言之，“因事而就卷内发论”，是习凿齿史论典型
风格和特色，成习凿齿史论取胜之道。习凿齿早年即“以文笔著称”③，其史论大抵上形质相兼，史
家本色更为鲜明，与刘知几所批判魏晋以来“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丽事”的史论，是
有很大距离的。

四、结语
史论的目的何在、意义何在，是个理论性很强且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本质上是历史学功能问

题。《晋承汉统论》涉及问题和观点都很多，其中也包含了习凿齿对史论功能的理解，他说：“凡天
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④可见史论只是手段，史论目的在于“晓今”
“证来”，即先秦以来“殷鉴”思想内涵所在。习凿齿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史家关注现实、史学面
向社会的优良传统。
习凿齿身处的东晋时期，社会政治和史学思想都呈现有新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东晋乃司马氏

寄寓江南之政权，内外矛盾交织，外部面临北方政权的军事侵扰，内部有门阀士族之间及士族与皇

族之间的权力争衡，是以，重建一个强大的、有威信和凝聚力的晋室司马氏政权，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一种急迫的时代需求。内外动荡反向促使史家这种经世意旨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受汉魏以
来学术思潮的影响，东晋史学继续呈多途发展势态，玄学在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两方面影响了史家

及其史学，儒学有所衰微但作为社会意识的底色未有根本改变，在官学兴废无定的情况，史学已然

成为宣传儒学一个重要的主阵地。前文已揭，习凿齿《汉晋春秋》撰述，更多的是来自时代现实的
驱动，习凿齿终前仍挂怀奏疏《皇晋越魏继汉》，宣扬“晋承汉统”。所以，习凿齿的史论有着鲜明的
时代特征，自在情理之中。
史学具有反思的特性⑤，史论是这种反思的浓缩与结晶。东晋时代意识和时代问题在历史评

论中映射、反思与求解，成为东晋史论的时代特征。形式的多样化，固然是东晋史论时代特色之一，
但东晋史论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还是表现史论的内容面向上，在于诸如经学式微、玄学兴起、东晋
门阀政治等带来的一系列时代问题对史论论题的影响，习凿齿及其同时代史家干宝、孙盛、袁宏的
史论莫不如此。习凿齿史论多半聚焦评人物、议兴亡、讨得失等方面，苦心孤诣正在于希冀以史论
解决社会矛盾和时代问题，其史论长文抑或史论断章，均一以贯之。诚如学者指出，“晋代单独成
篇的史论，其性质与汉代单独成篇的史论有相似之处，也多是立足于现实问题，寻求历代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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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之论”①。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别自成章，属于此类。司马懿父子篡魏建晋满是权谋，石勒
讥讽司马氏“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②，连东晋明帝也有“祚安得长”③之叹。晋德有亏这一无
法消解的内在矛盾，乃至后来雷家骥所归纳《晋承汉统论》诸般消极影响④，想来习凿齿并非一无知
晓。《晋承汉统论》回避了这些问题，可能正是在于史论只是习凿齿实现其现实关怀的手段和途径
而已。《晋承汉统论》成于《汉晋春秋》之后，另辟蹊径证明司马晋政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是《汉晋
春秋》裁制桓温目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汉晋春秋》史论思想总结和升华。大概也因此，《晋承汉统
论》才能别具一格，引发后世往复讨论“正统观”，成为东晋史学的时代特色，于奠定东晋史论历史
地位的同时，也奠定了习凿齿史论特殊的历史地位。习凿齿诸多史论断章，做到了事理统一，坚持
了古代史家道德为先固有立场，旗帜鲜明提出自己主张，断语往往是非判然、善恶分明，对受众产生
清晰的警示和惩劝。他的史论注意以儒学为准绳、以惩劝为旨归、因史事来立论，继承并发扬了优
良史学传统，从命题和内涵上丰富了东晋史论和史学，引发了后来如裴松之、司马光、朱熹等诸多史
学名家认同，也为后来史学家乃至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思考提供了新资源和新课题。习凿齿史论
有着丰富内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值得我们全面审视，这也是本文对其史论再认识的原因。

① 宋志英：《晋代史论探析》，《南开学报》2001年第 3期。

② 《晋书》卷 105，《石勒载记》，第 2749页。

③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 810页。

④ 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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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Ｘｉ Ｚａｏｃ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ｃ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Ｚａｏｃｈ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ｉｍｅｓ
（责任编辑 汪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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